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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 1929年讨桂战争中的军事谋略

曾业英

内容提要　蒋介石取得了 1929年讨桂战争的胜利,从军事学的角度说,

主要是蒋介石对这次战争的整个军事谋略的运用的成功。战争爆发前,他留

出一定和平斡旋空间,坚持后发制人,给人以被迫应战的印象,为其后来的军

事行动赢得了部分时间和人心。战争将发未发之际,他极其周密地在调遣军

队、整顿纪律、争取友军、瓦解敌军等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战争爆发后,他又

灵活运用攻防结合的战略战术,有效地遏制了冯玉祥的攻汉决心,保障了武

汉的安全,为湘粤各军最后攻占桂系大本营广西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关键词　蒋介石　讨桂战争　“湘变”　冯玉祥

1929年 2月 19日,以李宗仁为主席的武汉政治分会,议决免

去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本兼各职,任该省政府委员何键为主席,

并派兵将鲁逐出湖南。3月 26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下令

免去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本兼各职,分兵进攻武汉,正式爆发了

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南北统一后的首次大规模内战,即通常所说的

“讨桂战争”。战争的结果是蒋介石中央政府军取得了全面胜利,不

但击败了武汉桂军的反叛,而且夺取了桂系的后方根据地广西,李

宗仁、白崇禧、黄绍 相继逃亡香港。对于蒋介石中央政府军获胜

的原因,此前学术界多归结于蒋有英美等国和江浙财团的支持,实

力远优于桂系,而对其军事谋略的运用,则少有评析,即使有也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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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于道德批判,不外指控蒋如何“以金钱、官职去买动人”①,如

何从外部孤立、内部分化桂系等等②。本文拟从军事学角度,对蒋

介石在这次讨桂战争中的谋略运用作一历史考察,敬祈方家指正。

一、后发制人: 讨桂战争的爆发

　　讨桂战争爆发,原因复杂,蒋介石与桂系之间的历史恩怨为其

重要原因之一。1927年 8月上旬,桂系趁蒋介石北伐落败之机,逼

其下野,可说是蒋与桂系结怨最深的一次。当时,蒋因在徐州被直

鲁军击败,表示要引咎辞职,他“召集会议讨论,吴稚晖主张挽留。

而何应钦、李宗仁则以蒋之辞职,由于自愿,主不必留。白崇禧且对

吴之主张,大不谓然,勃然见乎色。”③ 在桂系诸将与何应钦的坚持

下,蒋介石不得不于 8月 13日宣布下野,这件事在蒋介石心里留

下了抹不去的阴影。因此,当他复职后,就主“即解决何应钦兵权,

钳制李宗仁、白崇禧”,“企图消灭第四集团也”。④ 冯玉祥的日记曾

多次提到这种情况。1929年 1月 18日,他写道:“九点,方振武来,

与谈第一集团蒋总司令充主席 (指国民政府主席——笔者按, 下

同) ,余充副院长兼部长 (指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 ,三集团阎

(锡山)总司令充蒙藏委员会长,张汉卿 (张学良字汉卿)亦充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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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兼东北边防司令,独四集团人大半闲散,未免有向隅之感。”2

月 23 日又写道:“昔在京时, 蒋介石云沪、广、汉、平, 皆为桂系占

据,如何办理? 余曰:同是一家,何分彼此? 目下政府当务之急,只

求得民心耳,徒亟亟以消灭异己是务,吾恐方灭一秦,又生一仇也。

而蒋以恐军阀再现为由,坚决主张以师为单位 (指下文将提到的编

遣会议议决以师为单位编遣全国军队) ,以为削除桂系兵权之谋。

余曰: 如畏之,何如以连为单位耶。”① 冯玉祥这些话,虽也有为桂

系打抱不平之意,但从本质上说并不在此,仅仅借此表达他自己或

者说本系本派对蒋介石的不满而已。然而,所言事实却是可信的,

因为李宗仁虽被任命为军事参议院院长,但该院仅为谘询、建议机

构,权力有限。这说明蒋介石的确在处心积虑削弱桂系 (当然也包

括其他各集团军)的权力。

　　不过,蒋介石这时还没有动武的意思,而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

的和平“削藩”策,即冯玉祥所说的蒋介石“坚决主张以师为单位”

的编遣全国军队的办法。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北伐战事刚刚结束,

国家满目疮痍,人民普遍渴望有一个和平环境来医治战争创伤,发

展经济,稳定民生,任何人于此时此刻发动新的内战,都将是自召

民怨的不智之举。诚如吴稚晖所说:“人民一闻战争咸生厌恶,湖北

要想攻击中央,此次皆为反对。”②因此,早在 1928年 7月 12日,蒋

介石就在北平提出了《军事整理案》、《编遣部队之裁遣方法》等整

军方案,并迫使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三大军事集团领导人在

文件上签了字。而李、冯、阎等人肯于在文件上签这个字,也是因为

他们懂得“现在人民恶战事甚于恶蒋”③。该方案规定组织编遣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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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处理编遣事宜,选择最精锐而立有战功者编成 50或 60个师;

另组宪兵 20万,维持国家治安。10月 8日,蒋介石发布第一期改

编命令:他自任总司令的第一集团军编为 13师,冯玉祥、阎锡山为

总司令的第二、三集团军各编为 12师,李宗仁为总司令的第四集

团军编为 6师,旋增为 8师。各集团军收编的北洋军阀部队不在其

内。①东北易帜,南北统一后,蒋介石于 1929年 1月 1日至 25日在

南京召开全国编遣会议,经过激烈争吵, 17日终于通过《国军编遣

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17条。该《程序大纲》规定:全国军队分为 8

个编遣区,即中央直辖部队编遣区 (二次北伐后收编的直鲁军等)、

中央直辖海军编遣区、第一编遣区 (第一集团军)、第二编遣区 (第

二集团军)、第三编遣区 (第三集团军)、第四编遣区 (第四集团军)、

第五编遣区 (原东三省部队)和第六编遣区 (川、康、滇、黔各地部

队) ;同时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各集团军总司令、各总指挥及其

他战时高级编制;各部队原有长官暂时照旧供职,听候编遣完毕后

由编遣委员会呈请国民政府重新任命,但在编遣期内,非呈明编遣

委员会,不得以任何名义委派人员; 缩编全国现有陆军,步兵至多

不得超过 65师,各编遣区及中央直辖部队编留之部队,至多不得

超过 11师; 现有各部队,不论原属何部,自归编遣委员会管辖后,

应留驻现在防地,非奉编遣委员会命令,不得移动。② 这是一个绝

对有利于蒋介石中央政府军,而不利于桂系及其他集团军的编遣

方案。它全面施行以后,不仅各集团军先前享有的委派人员、调动

军队的权力被蒋介石轻而易举地收归中央政府,而且军事实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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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远逊于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军。蒋除中央直辖海军编遣区

的海军外,还拥有第一及中央直辖部队两个编遣区总计 22个师的

陆军,其他各集团军则至多不过 11个师,仅为蒋介石中央政府军

的一半。据训练总监部部长何应钦说,截止 1929年 3月 27日中国

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第 10次会议时,蒋介石中央政府军中

的第一集团军已缩编为 13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两个独立旅、三

个炮兵团、一个交通团,约 24万余人; 中央直辖部队共编为 12 个

师、两个步兵旅,约 22万人,总计 46万余人。而缩编后的桂系第四

集团军却只有 13 个师,约 23 万人, 刚好是蒋介石中央政府军的

1ö2。①由此看来,蒋介石的和平“削藩”策,正在稳步推行。但是,也

正是这时,桂系不甘心坐以待毙,决心武力抗蒋。

　　2月 19日,桂系不顾全国编遣会议刚刚通过的《程序大纲》的

有关规定,利用行将裁撤的武汉政治分会,议决改组所辖湖南省政

府,并密令叶琪、夏威两师入湘解决鲁涤平、谭道源所部武装。21

日,武汉政治分会如实电明蒋介石、中央政治会议及国民政府各委

员, 由于鲁涤平对所属武汉政治分会的“指导监督”,“任情阻抗”,

经该会常会议决,已免其本兼各职,所遗湖南省政府主席一职,改

由该省政府委员何键继任。② 同日,李宗仁托辞治疗目疾,秘密离

开南京,前往上海; 入湘桂军夏威部李明瑞旅、叶琪部杨腾辉旅进

驻长沙,鲁涤平率部走平 (江)、浏 (阳) ,后退入江西。22日,叶琪率

部攻常德谭道源部,李明瑞、杨腾辉旅移师浏阳、醴陵,追击鲁涤平

部。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湘变”。

值得一提的是有迹象表明,对于“湘变”,蒋介石事前是有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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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据当时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报道,“鲁涤平出走情形:二十

日夜半,鲁接下游电告,谓湘局已无法维持,请其速即通电下野。鲁

得电后,即通知省府委员暨湘省军事长官,定于二十一日上午七时

召开紧急会议; 一面令驻省所部,预备开拔。七时许,鲁率马弁多

人,由南门外祝威岗私邸,赴省府会议。旋闻李 (明瑞)、杨 (腾辉)部

队已距省垣甚近,形势紧急,乃中途折回,径率师部直辖部队,及戴

岳旅全部,仓皇出走,由东屯渡向浏阳退去。”① 此报道应该说是可

信的,有鲁涤平自己的谈话为证:“在上月二十日下午已接到武汉

方面进兵警报,当时部下群情愤激,余以湘省几经蹂躏,剀切晓谕

⋯⋯并表示欢迎何键来省主持湘政。二十一日七时,武汉兵到,本

人即率所部两团退出南门,即假水道来京。”② 两相比较,说鲁涤平

事先接到了“电报”是共同的,不同的只是一说“二十日夜半”,一说

“二十日下午”;前者直说电报来自“下游”,后者未明言。至于鲁涤

平接到电报后,未组织抵抗便主动退去,则是完全一致的。这种情

况表明:蒋介石虽事前知道了武汉的“进兵警报”,但并未要求鲁涤

平组织抵抗,而是要他“通电下野”,主动撤退,采取了先礼后兵的

隐忍态度。

　　“湘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反应是“湖北此举,破坏

中央威信成分不小,倘中央不能制止,则地方割据之形势立成”,

“为维持中央威信计,断难照准”。③ 但仍没有放弃和平解决的努

力,用蒋介石的话说,“中央当以最大努力,避免军事行动。”④ 冯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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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也证实“自湘事发生,中央宽大为怀,促其反省,当时曾迭电垂询

玉祥意见”①。2月 24日,蒋介石偕行政院院长谭延　亲赴上海,与

李宗仁会商解决办法,希望李与中央保持一致,李也答应了蒋的要

求②。2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 177次会议,讨论武汉政

治分会改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及委员案。会议认为武汉政治分会此

举与“修正政治会议分会暂行条例及编遣会有关决议相违,应派监

察院长蔡元培会同国府委员李宗仁切实查明,以凭核办;至双方军

队应各驻原防,不得自由行动,另派编遣委员会总务部主任李济深

与中央编遣区主任何应钦会同秉公彻查具复,听候编遣委员会核

办”。为顾全大局,会议还对武汉政治分会前次所议略予迁就,议决

湖南省政府主席暂由何键代理,并于 3月 2日发表正式任命令。③

会后,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名义致电李济深,促其即日赴汉彻查“湘

变”缘由。3月 7日,针对社会纷传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决意用兵

一事,蒋特地致函李宗仁,解释说:“武汉自兄来京后,领导无人,中

央因鞭长莫及,几等于无,而兄之命令,亦不能有效”;“中央为防范

计,且为威信计,皆不能不调度军队,作正当之护卫⋯⋯决不愿轻

启战端,只要于威信不失,则余事无不可从长计议。”④ 这封信清楚

表明蒋介石虽然在备战,但还是为和平解决“湘变”留有空间,他强

调“调度军队”,目的在“防范”,是为了“正当护卫”,他“决不愿轻启

战端”,只要中央威信不失,“余事而无不可从长计议”。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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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桂系“能具‘就事论事’之精神, 以中央决议为最后之判断

者”①,能给蒋介石中央政府一个就坡下驴的机会,战争并不是不

可避免的,起码也可暂时避免。

　　但是,桂系上下一致认准蒋介石毫无和平诚意,决心武力对抗

到底。李宗仁虽反复声明他“始终为拥护蒋主席完成统一之一人”,

表示当与中央一致,但事实上他坚持认为武汉政治分会“处置鲁

(涤平)部,实出于拯救湘民、安戢地方之至诚,毫无个人权力杂于

其间”②,何况这类“整顿内部,消除隐患”之事,其他各集团军已早

“有不少先例”,极力为“湘变”辩解。③ 他公开指责蒋介石为“湘变”

这样的“局部细故,劳师动众”,甚至将裁兵公债移作战费,并于 3

月 8日宣布辞去国府委员一职。④ 他还大拂蒋意,极力阻止李济深

前往南京⑤。白崇禧虽远在平津,但据蒋介石情报系统“确报: 一、

湘事未发生前数日,由奉开来北平机车十数辆,现集中唐山;二、唐

山部队束装待发,开拔费已支给;三、据日本人消息,白有要求该部

通过济南之消息。”⑥ 由此看来,“湘变”的发生,并非白崇禧后来信

誓旦旦所说:“今天当真主面前可说我毫无所知。”⑦ 否则,何以解

释白崇禧于“湘事未发生前数日”,调集机车十数辆,集中唐山这类

遥相呼应的举措呢?事实上,白崇禧与武汉、两广是有联系的,而且

态度坚决,毫无议和之意,其所致李济深、李宗仁密电足以说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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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以张群名义致何成浚电》(1929年 3月 16日) ,未刊件,藏台北“国史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西文史

资料专辑·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南宁, 1980年,第 608—610页。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 2册,第 961页。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 2册,第 961页。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 2册,第 960页。

慎予:《就事论事》, 1929年 2月 26日《中央日报》。



一点:

　　任、德 (按: 李济深字任潮,李宗仁字德麟)两公商定大计

后,请即秘密各回原防,共筹应付。希望保兄 (?)速准备,任公

可敷衍言和者,以便离沪。武汉四集之地,决不能守,更无所用

其留恋。在相当时机, 应全师南返, 占领宝 (庆)、衡 (阳)、茶

(陵)、攸 (县)、赣州之线,准备与敌作强固之持久战,引诱敌军

深入,以待我两粤援军之来到,然后猛烈袭击,一举歼灭敌军,

胜算终属于我。①

至于“湘变”的实际发动者胡宗铎等人更是表现强硬,毫不让步,不

但明确表示他们对湘事的处理,与政治分会条例没有抵触,而且拒

不执行国民政府下达的双方军队各回原防,不得自由行动的命令。

3月 4日,以上命令已下达五天,入湘桂军叶琪部仍在益阳继续进

击谭道源部,并于 5日进驻清水潭。13日,又过了九天,叶琪部还

在攻击前进,占领常德,迫使谭道源退守湘西桃源、大庸等地。② 但

是, 3 月 16 日,胡宗铎等人却致电胡汉民、李济深,专责蒋介石调

集皖赣境内各师,向长江上游进兵,“显无和平诚意”,并请示胡、李

二人,如蒋军“窜入湘鄂境界,职部是否应迎头痛击,以保中央威信

之处”。③ 其对抗到底的决心,暴露无遗。

　　蒋介石看到胡宗铎等人已不把他视为“中央”政府的代表,知

道战争已不可避免,其“发电之日即密令动员之时,日内必实行向

中央各师袭击,而冀以迎头痛击之词诬指中央为戎首”④。他一面

命令叶琪等“迅即遵令停止军事行动,克日退回原防,毋得故违,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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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 2册,第 966页。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 2册,第 965页。

以上记载见《中华民国大事记》第 2册,第 962、960、963页。

转引自李守孔前揭文,《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上册,第 398—399

页。



干法纪”①; 一面加紧部署军事,令所部各师迅速完成战前准备。3

月 26日,蒋介石最后下达讨伐桂系令,称“此次逆谋实为李宗仁、

李济深、白崇禧等预有共同计划之叛乱行为”,“李宗仁、李济深、白

崇禧等着即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② 讨桂战争正式爆发。

　　从上述讨桂战争的爆发过程来看,有一个事实很明显,这就是

蒋介石始终坚持后发制人。他虽早有消灭桂系及其他各集团军之

心,却无即刻动武之意,而是从整编军队入手。这样做,对他来说,

既名正言顺,因为他是中央政府的代表,又合情合理,易为饱受战

乱之苦的民众所接受。“湘变”发生后,他仍没有马上宣战,而是在

秘密军事动员的同时,留出一个和平斡旋空间。直到桂系上下,决

心孤注一掷,武力对抗到底时,他才最终下了讨伐令。整个过程,给

人以被迫应战的印象,为其武力讨桂赢得了部分时间和人心。

二、周密准备: 武汉之战的胜利

　　蒋介石虽一度希望和平解决“湘变”,但丝毫没有放松战争准

备, 因其一贯的策略就是“口头固可主缓和,而准备应当积极”③。

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甚至更希望或者说更习惯于战争解决问题。

2 月 26日,“湘变”发生不过六天,蒋就以长江上游形势严重,密令

所部第一集团军第一师师长刘峙 (驻徐州)、第二师师长顾祝同 (驻

蚌埠)、第四师师长缪培南 (驻山东衮州)、第八师代理师长朱绍良

(驻庐州)、第九师师长蒋鼎文 (驻新蒲)、第十师师长方鼎英 (驻南

京)、第十一师师长曹万顺 (驻芜湖)、第十三师师长夏斗寅 (驻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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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 ,准于 3月 3日前完成出师准备。① 次日,又亲电朱绍良,命

其注意探访开封政治分会所辖“鲁 (山东)省府行动”,出师所需挑

夫“应在江西派人预招,不可在鲁招夫,免泄秘密”。② 蒋介石的秘

密备战活动就此拉开序幕。

　　3月 2日,蒋确定讨桂军由他亲自任总司令,由何应钦任总参

谋长,第一军军长为刘峙,辖第一、二、九十三师; 第二军军长兼第

八师师长为朱绍良,辖第八、十三师及独立第一旅; 前敌总指挥兼

第三军军长为朱培德,辖第四、七、十一、十二、十八各师;总部直辖

骑兵第二师;总预备队为第六、十、四十八师及炮兵团。次日,电令

各师向皖鄂、赣鄂边境开拔。南京市公安局也自是日起开始为出征

部队征夫。15日,蒋介石为表示严守编遣会议决议,通电撤销国民

革命军总司令部及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但暗中又指示朱培德“赶

速秘密成立”“总指挥部”,并严令“勿必通电,以照缩编会议决议

案,各总司令、指挥及其集团军名称须于本日取消也”。③

　　为取得民众的同情和支持,蒋介石自始就严禁出征各部队拉

夫扰民、诈欺钱财,更不许其假借罪名,滥杀无辜。3月 6日,他电

饬各师团长:“各部队拉夫并严禁之,否则,即应由各师长完全负

责。近闻杭州、扬州竟有拉夫事实,以败坏本军名誉,殊出意外。此

次各部出发应如在粤出发时以不拉夫、不住民房为革命军之标识,

万勿自坠名誉,失却国民同情也。”④ 3月 10日,他了解到方鼎英、

曹万顺等师确有不守军纪现象,除再次予以制止外,还提出了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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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蒋介石致各师团长电》(1929年 3月 6日) ,未刊件,藏台北“国史馆”。

《蒋介石致朱培德电》(1929年 3月 15日) ,未刊件,藏台北“国史馆”。

《蒋介石致朱绍良电》(1929年 2月 27日) ,未刊件,藏台北“国史馆”。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 2册,第 957页, 2月 26日条; 李守孔前揭文,《抗战前十年国

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上册,第 399页。又据 1929年 2月 27日《蒋介石致朱绍良

电》(原件藏台北“国史馆”) ,知朱绍良此时为代理师长。



京市政府统一解决各部所需挑夫问题。他电饬进至安庆的方鼎英

等人:

　　第十师此次出发,在扬州、镇江皆沿途拉夫,人民怨声载

道,并有拉夫而诈欺钱财者,如此军队,何以革命,何以保民,

望彻底查明其拉夫队号及其官长姓名详报为要。刻令南京市

政府代拨输送夫三百名,望派员来领可也。①

对进至九江的曹万顺师,蒋要求:

　　闻贵师此次出发,在芜湖拉夫甚凶,鱼日 (6日)旦在码头

船上等处,不问男女,一律拉牵,并有搜索包裹者。如此情形,

何以革命保民,望即严查详复鱼日出发拉夫之队号官长姓名

呈报。现令南京市政府拨挑夫五百名,希即派员来领。招募新

兵已派员专办,不日当有明令。李默庵勒借大通款项,有否?查

明速复。②

对民间助逆嫌疑者的处置,蒋介石也坚持要有事实, 不能捕风捉

影,鲁莽行事。3月 22日,刘峙电告总司令部,鄂东人民自卫团有

助逆嫌疑,拟予以缴械以免顾虑。他复电指示:如确有助逆行动者

即予照办,否则慎重,以免引起人民重大反感,失却人心。③ 这些事

实说明:蒋介石对良好军纪在争取人心,夺取战争胜利方面的意义

与作用,的确是十分清楚和重视的。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特地成立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革命军人同

志会”,作为他的军事情报机构。这是一个“极端秘密”的听命于蒋

介石的特殊组织,其任务主要是做“侦探、间谍”,蒋在成立大会上

对其作过如下亲笔“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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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会为政治革命之集团,故会员人人应学革命之方法与

政治之手段,其最要之工作为侦探与间谍,故人人应有此学术

与训练,否则不能任革命团体之工作,故此次大会应研究
·
组
·
织

与
·
训
·
练此侦探、间谍之技能,并使会员人人有担任此职务之工

作。而在各军事、政治与党务机关尤为重要,无论在任何地方,

均应有此组织,则本会组织方能健全与发展,否则必在淘汰之

例。而此种组织之要素,约有数端:一、极端秘密;二、迅速灵敏

(无论调查、报告) ;三、忠实勇敢。必如此方能尽其责任,亦方

能为本会之会员也。望大会切实讨论组织与训练办法,尤须注

重赏罚也。

最后, 蒋介石特别叮嘱:“此函不得发表, 会毕, 原件交还另存可

也。”① 尽管迄今尚不清楚这个组织的人事构成和具体活动,但可

以肯定,蒋介石此次讨桂战争的胜利,不可能与此组织无关。

　　此外,蒋介石还从分化敌军、争取友军两个方面积极展开秘密

备战活动。在分化敌军方面,因“桂系军力当时分驻在两广、武汉、

唐山至山海关三个重点”地区,蒋介石采取了“粤、汉、津三路并进,

使之首尾不能相顾”的策略。“对粤则为诱捕李济深,使桂系老巢陷

于孤立。对华北则使唐生智出马,抓回其旧部,使白崇禧仅以身免。

这两路配合俞作柏在武汉的策反活动而收分攻合击之效”。②

　　李济深与李宗仁、白崇禧、黄绍 等人同为广西人,虽长期在

广东统兵,任第八军总指挥及广州政治分会主席,但素与李宗仁等

友善,互为奥援,确是蒋介石西取武汉的一大威胁。为消除这一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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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程思远:《蒋桂新军阀战争的内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

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60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年版,第 171页。

以上引文见《蒋介石致革命军人同志会训示》(1929年 3月 19日) ,未刊件,藏台北

“国史馆”。着重号为原件所有。



胁,阻止两广桂军救援武汉,蒋介石一面加紧拉拢李济深所部陈铭

枢等将领,一面采用调虎离山之计,屡电李济深北上入京。2月 25

日,蒋以国民政府早已任命李济深为参谋部长为由,电促其回南京

任职。27日,又如前所说,通过中央政治委员会派其会同蔡元培等

人彻查“湘变”,并电促其即日启程。李济深接电后,公开表示:“各

总司令相率离京系回去办缩编,绝无别事,余约一星期内晋京。”①

3 月 4 日,国民党中常会核定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等人出席国

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李济深等人准备北上出席

三全大会。次日,蒋介石密电陈铭枢:“如任潮兄未起〔启〕程来京,

则兄万不可离粤,更不可派人代理职务。”② 李济深作梦也没有想

到,蒋介石此时已与陈铭枢联为一气,暗中监视着他的行动。因此,

他仍按计划于 11日经港到达上海,并在会晤蔡元培、吴稚晖、张静

江、李石曾等人后语记者: 本人担保汉口方面现在决无轨外行

动。③13日,李济深听信吴稚晖等人“蒋先生以人格担保”其安全的

诺言,不顾李宗仁对其入京“必被扣留”的警告,怀着“以国事为重”

和“跳火坑的精神”,与蔡元培、吴稚晖等五人一起到了南京。④ 21

日,即被蒋介石软禁于汤山。李济深南京被扣后,第八路军独立旅

旅长兼广州卫戍司令、公安局长邓世增等人一度欲推桂系黄绍

为第八路军代总指挥,举兵抗蒋,但很快被早已与蒋介石暗相联络

的陈铭枢等人化解。30日,陈铭枢、陈济棠、陈策、蒋光鼐、蔡廷锴

发表联名通电,声明粤省军队为党国所有,不能供一派一系之指挥

驱策,其有谋不利于我粤而牵之入战争漩涡者,则为粤人公敌。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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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中华民国大事记》第 2册,第 958页。



介石如愿以偿地取得了广东第八路军的全力支持。

　　对于蒋介石西取武汉来说,阻止两广桂军北上固然重要,而解

决河北白崇禧部南下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甚至是更为重要的问

题,因为河北白崇禧部不仅可以沿陇海铁路—平汉铁路增援武汉,

还可沿津浦铁路威胁南京的安全。所以尽管白崇禧屡电主张和平,

蒋介石仍对他及其所部唐山部队的行踪十分注意。3月 3日,他电

北平李石曾:“闻白剑〔健〕生 (白崇禧字健生)已回汉,确否?请代探

询其复。”① 16日,电示驻奉天 (今沈阳)代表方本仁:“请设法派探

常驻唐山,令其每日报告军情。”② 同时借张群名义亲电北平行营

主任何成浚:“万一唐山部队由津浦路南下,我第三集团军应在天

津附近集中兵力,阻止其南下,并详报奉天□白之真意为要。”③ 17

日,再电何成浚:“请查北平天津电局将白健生发出电报底码从速

检来带京,并请该两处无线电台将白发出或各方致白电报接收速

即电京,以便翻译。尤以其谊密与联密两码之电,须格外注意速寄

也。”④ 为争取白崇禧部反正,蒋介石首先想到起用下野年余的昔

日劲敌唐生智,因为白崇禧主力李品仙、廖磊等部均系其北伐时期

旧部,且将士多为湖南人。蒋一面命龚浩到白崇禧军中活动李品仙

等反正,一面密派刘文岛与寓居上海⑤ 的唐生智联系,要他出山接

长李品仙等旧部。但受蒋严密控制的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却

故意放风说“自胶东事变发生,各色失意军人与匪联结,密谋淆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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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李静之:《唐生智》,宗志文等主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人物传》第 3卷,中

华书局 1981年版,第 96页。另一说是青岛 (程思远前揭文,《文史资料选辑》第 60

辑,第 171页) ,待考。

《蒋介石致何成浚电》(1929年 3月 17日) ,未刊件,藏台北“国史馆”。

《蒋介石以张群名义致何成浚电》(1929年 3月 16日) ,未刊件,藏台北“国史馆”。

《蒋介石致方本仁电》(1929年 2月 16日) ,未刊件,藏台北“国史馆”。

《蒋介石致李石曾电》(1929年 3月 3日) ,未刊件,藏台北“国史馆”。



已迭见报载,张宗昌既抵烟台,图谋反动。而又传唐生智突于昨 (二

十二日)□日轮秘密来津,匿屋英租界某处,行动极为诡密,外人鲜

有知者,刻津军事当局,正在加意防范中。”① 把唐生智伪装成和张

宗昌一样欲“与匪联结,密谋淆乱”的“失意军人”。事实上,唐奉命

抵天津后,“即派亲信邓长庚去唐山进行联络。李品仙得讯,也派朱

武彝、杨绩荪去津晤唐。信使往还,络绎不绝⋯⋯其中只瞒了一个

白崇禧。”② 随即,一个“打倒桂系回湖南去”的口号便传遍了唐山

军营内外。据当时报载,“天津客车满贴: (一)欢迎东山再起的唐总

司令; (二)唐生智是总理唯一信徒; (三)欢迎劳苦功高的唐前总司

令等语。署名为五十一、五十三师,一百五十一旅军官讲习所。系

通过唐山时驻军所贴,开平、洼里各站亦然”。③ 此外,发放军饷也

是蒋介石左右白部的重要手段。他先是命令“何成浚停发白部军

费”④,继又电何:“如唐山北平之白部能早日逐白,宣言归中央后,

则政府可发其一月之饷,以后月饷当由政府担任也,请速进行。”⑤

其间,蒋介石先后嘱财政部长宋子文汇款何成浚 100 万元, 其中

50万元归何直接支配。⑥ 在唐生智、何成浚的运动下,李品仙等人

于 19日致电蒋介石,表示愿“追随左右,拥护中央”⑦。20日,唐生

智由天津赶赴唐山,李品仙、廖磊等人通电声讨白崇禧,所部重归

唐生智节制,成为日后蒋介石讨逆军第五路军。在此之前,白崇禧

见部队失控,大势不好,已于 3月 16日通电辞去第四编遣区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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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三全大会代表,自天津塘沽秘登日轮,直航日本门司。① 而蒋介

石不知“白鹤”已去不复还,迟至 18日才密令何成浚“对白务使拘

捕,并可悬赏若干”②。白崇禧虽未捕得,但河北白崇禧部的威胁总

算解除了。

　　利用驻汉桂军内部桂籍与非桂籍军人的矛盾,争取桂籍军人

李明瑞、杨腾辉阵前倒戈,是蒋介石分化敌军的又一关键步骤。武

汉夏威、胡宗铎、陶钧三军,其中夏威为广西人,胡宗铎、陶钧为湖

北人,是以有桂籍与非桂籍军人之分。蒋介石初曾以湖北人暗中游

说胡、陶脱离桂系,岂料胡、陶不但不感“知遇”之恩,反而据实报告

了李宗仁。③ 后蒋通过与李宗仁之弟李德辉有留俄同学关系的郑

介民了解到,胡、陶利用地方财权,在军饷分配上每每厚此薄彼,以

“客军”待夏威部,引起夏威部“广西人打仗,湖北人享福”的不平,

便密派李明瑞韶关滇军讲武堂同学周伯甘赴汉晤李,促其“阵前倒

戈,叛桂拥蒋”④。但李明瑞表示要听他表哥俞作柏的意见。蒋于是

复派俞作柏至汉,最后说服了李明瑞等人。后来,李明瑞、杨腾辉果

然如约行事,蒋介石十分满意,说:“李明瑞反正向义,其志可嘉,以

后更觉主义之不可假借,军阀或有所顾忌矣。”⑤

　　在争取友军支持方面,蒋介石虽曾联络长江上游刘文辉川军

前后夹攻武汉,但重点却放在联络北方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各

军事集团上,而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尤为重中之重。因为冯不仅领有

与湖北接壤的河南省,且控制着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其向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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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学术界论著均称白自天津转大连再取道日本南下,误 (《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

下册,第 935页)。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正因如此,连远在柏林的驻德公使兼驻奥

地利王国全权公使蒋作宾,都在为冯玉祥的态度牵肠挂肚。他在

1929 年 3月 18日的日记中写道:“国内传来极不好消息,冯 (指冯

玉祥)派不出席代表大会 (指国民党三全大会)。”28日又记曰:“南

京来电,冯之态度已明,愿加入讨桂。”4月 1日再记曰:“连日各报

纷载,蒋介石亲至武穴附近督战,冯焕章 (冯玉祥字焕章)态度仍不

明。”① 蒋作宾日记所及,唯有冯玉祥,若阎若张,不及一字,说明冯

的举动,的确是当时蒋介石及其支持者关注的焦点。

　　蒋介石既以联冯为重点,投入自然也较阎、张为多,不但“每月

至少发五十万,或者八十万至一百万⋯⋯前一个月甚至发到一百

五十万元”②,为阎锡山 50万元③的三倍,且特派邵力子为专使,常

往河南辉县百泉、华山冯玉祥军中,请其“赴京、出兵,以保行政院

正院长及两湖主席为条件”④。但是,就实际效果而言,恰与蒋的投

入成反比,首先表态支持蒋介石讨桂的并不是冯玉祥, 而是张学

良。从现有资料看,张至迟 3月 19日前已向蒋表了态,有蒋介石此

日复张学良之电为证:“廷 (方本仁字耀廷)到京,拜读手书,肺腑之

语,无任铭感。国有义士,人有忠友,革命必成。每于其忙之中,读

兄之书,此心乃得大慰。”⑤ 张学良此书究作何言,今已不得而知,

但既能令蒋读后感到他是一个国家“义士”和自己的“忠友”,在当

时蒋桂剑拔弩张的环境里,除了拥蒋讨桂,还能作何解释? 何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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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日记》第 2册,第 603页。

《蒋介石致何成浚电》(1929年 3月 18日) ,未刊件,藏台北“国史馆”。原文作:“其

中五十万元请交第三集团”。

《蒋主席在国府纪念周报告》, 1929年 5月 21日《中央日报》。

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市档案馆编:《蒋作宾日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30、34、35页。



此之前的 16日,张学良派往山西晋谒阎锡山的代表鲍文樾已在北

平向商震、何成浚表示过张学良“矢志服从中央,不计其他”①。此

后五天,张还曾就冯玉祥、阎锡山联电征求其对时局意见时,复电

表示他服从中央,东北军出动须奉蒋命令。② 紧随张学良之后拥蒋

讨桂的是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 3 月 22 日,他专电蒋介石表示

反对李宗仁、白崇禧。第三个表态的则是阎锡山, 3月 29日,他致

电南京国民政府说: 政府讨伐桂系,实具苦心,“锡山素以拥护中

央,维持和平为职志,遭兹事变,义当整饬所部,静候命令”③。事实

上,阎锡山此前已对蒋介石的讨桂要求有所表示,否则,就不会有

3月 27日蒋请他与张学良、何成浚共同维持北方秩序之电④,更不

会有以下 4 月 8 日蒋介石给唐生智的电令:“请兄事事商承百川

(阎锡山字百川)总司令,候其统一命令。是老长厚, 吾人当尊敬

之。”⑤ 惟有冯玉祥却迟迟不肯明言拥蒋讨桂。3月 6日,他借口:

“患神经衰弱等症,手足均肿”,告诉衔命而来的邵力子,“一时实难

应命赴都也”。次日,又要邵转告蒋介石,他“三五年内,亦应出洋游

历,实际考查各国政治社会情形,以为改造中国他山之助也”。一天

之后,甚至当着邵力子的面直言蒋介石西征武汉之非:“吾令官兵

为民挖渠,陕、甘既得灌溉之利,豫、鲁复免淹没之患。军资习勤,民

沾实利,较之内战相残,徒以国家人民供牺牲者,胜过万万矣。”⑥

惟其如此,蒋介石在继续联冯助己的同时,也对冯采取了一定

的防范措施。3月 17日,蒋得知第八方面军总指挥刘镇华部“二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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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余人”,奉冯玉祥令拟由“杨村、廊房、霸县一带”,“开往徐州、

兖州驻防”①,立即以张群名义电示何成浚设法阻止:“刘部南移,

冯已向中央请命照准,未便另电阻止,以免怀疑。此事只有在其本

身着想,最好先到德州附近暂驻,缓行南移。”② 23日,又命徐州毛

秉文师严密监视陇海东段战略要地砀山、归德近况:“砀山、归德附

近请派专探,每日通信报告该地近状为要。陇海与津浦两路紧要,

务盼兄时刻注意,并严为布置,随时电告。”③ 稍后,为防止冯玉祥

所部自平汉路南进, 还密令何成浚秘集重兵于石家庄,“以防万

一”④。在蒋介石的利诱、威逼下,冯玉祥长期处于举棋不定的矛盾

之中,一方面觉得蒋“对我军感情甚佳,倾向者亦颇众”,“论公论

私,皆不能使蒋独任其艰”; 另一方面又觉得他“不惮敛天下之怨,

而党权亦一人独握,纵能战胜桂派,吾恐继之而起者,仍将大有人

在,殊令人不无怅怅耳”。直到 3月 28日,才为“情势所迫,不得已

权行”答应邵力子“我方可出兵十三万,留十四万维持地方治安”。

30日,正式电蒋:出兵讨桂,“以韩复榘为总指挥,出武胜关”。⑤

　　南北各方讨桂态度的明朗化,大大加速了蒋介石的战争步伐。

3 月 26 日,他在明令申讨李宗仁等人的同时,任命朱培德为讨逆

军第一路总指挥,刘峙为第二路总指挥,韩复榘为第三路总指挥,

何键为第四军军长,陈调元为总预备队总指挥。27日电示朱培德

务必“注重于通城、大冶、兴国 (今湖北阳新)方面之逆军,其主力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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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由该方面进攻我武宁、瑞昌⋯⋯希令各师长速到前方严密戒备,

以待二十九日第十师集中瑞昌,然后齐头并进。”① 同时命令方鼎

英“九江登陆后,请即向瑞昌集中,对兴国方面警戒搜索,限二十九

日以前到达瑞昌。”② 其间,他还亲自出面坚持起用昔日劲敌张发

奎,一面向陈铭枢等人解释:“向华 (张发奎字向华)表示绝对服从,

且不愿负任何名义,并宣誓决不回粤,中 (正)可负责担保也。”③ 一

面电令方鼎英等人欢迎其回第四师任职,他说:“刻命张向华兄回

第四师指挥。彼对讨桂具有决心,且拥护中央甚诚,请兄等以个人

名义,一致欢迎,并请其指挥各师,以坚其志,则于作战更能奏效。

希照办。”④28日,蒋介石下达全面攻击令: (1)以主力略取武汉,同

时以一部攻击长岳路,期于两广逆军未到前歼灭武汉之敌; (2)第

一路以主力向岳州、蒲圻间进攻,一部向长沙前进,威胁逆军退路;

(3)第二路限 4月 3日前击破当面之敌,然后以主力经黄陂及沿江

前进,限 5日前到达武汉附近,与第三路协力攻取武汉,以一部渡

江策应第一路军作战; (4)第三路限 4月 5日前分经襄阳、武胜关,

到达武汉附近,会同第二路主力攻取武汉。⑤

　　战争的实际进程,远比蒋介石的预料为迅速与顺利。28日当

天,第二路军占领武穴,抵达广济。30日,攻克罗田、蕲春,敌退阳

逻、黄陂。4日 1日,再克黄冈、麻城。同日,蒋亲至黄冈督战。他一

面电令方鼎英“夏威部已于艳日 (29 日)移至江北,其主力在击破

我江北之主力,而江南岸只有叶琪与程汝怀部,其力甚微,请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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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师速进占领咸宁、蒲圻, 即进取武汉为要”①; 一面电告宋子

文:“哲生 (孙科字哲生)介绍之美飞机,以十万一千美金千 (衍字)

售,先付二万五千美金为定银,余数三个月后还清。请兄直接速付

定银与该美人,并令张静愚 (航空大队司令)将其中之水机从速□

早飞来,如候至虞日 (7日)则无用矣。”②在蒋介石的强大军事压力

下,胡宗铎首先动摇,于 4月 1日晚派出和平秘使,请求停止进兵,

但蒋介石态度强硬,表示:一、“可停止进兵;二、但要胡宗铎先就编

遣特派员职;三、派重要人来接洽,潘宜之 (武汉市市长)如愿来,亦

不拒绝。”③ 4月 2日,双方主力激战于五通口、新洲、碾子岗、黄陂

一带,蒋急调徐源泉师增援,令其 4日晨开到团风。

　　在此关键时刻,临时代替突发喉疾的夏威为前线总指挥的李

明瑞,果然不负蒋介石厚望,信守当日诺言,在黄陂“率领夏威部”,

离开战线,“撤至孝感,张贴打倒胡宗铎、夏威、陶钧等标语”; 并于

3日与杨腾辉发表联名通电,表示“誓以至诚拥护中央”。④ 紧随其

后,何键也宣布就任湖南编遣特派员及讨逆军第四军军长职,电劝

夏威、叶琪等人下野。蒋介石乘势指挥各部全面出击,扩大战果。他

命第二路军第八师由茶棚冈西进,骑兵旅向长弘岭、高阳桥西北地

区搜索前进,第一师由罗家田经长堰攻敌右侧背,占领黄陂,截敌

归路,第九师相机策应第一师;第一路右翼军以第四师经通城趋咸

宁,第十一师经通城以北地区向贺胜桥,第十师经金牛镇直捣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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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然后合攻武昌、汉阳,接应江北第二路军;陈绍宽海军继续进攻

刘家庙。4月 4日,蒋乘舰抵达鄂城,以海陆空军总司令名义发表

《告第四集团军将士书》,声明政府不得已而用兵,但“惟知严惩祸

首, 绝不牵连各将士”,希望各将士“服从中央, 严守纪律, 静待后

命”。① 在蒋介石的军事攻势与政治利诱及李明瑞、杨腾辉阵前倒

戈的影响下,胡宗铎、陶钧所部更加动荡不安,“罗霖最先反正”,门

炳岳、危宿钟旅继起于后, 全军顷刻土崩瓦解。② 胡、陶见大势已

去, 不得不匆忙撤离武汉,率残部向鄂西退却。4 月 5 日,蒋介石

“兵不血刃,时不兼旬”③ 地占领了武汉。

　　武汉之战,何以有如此佳绩?不能不说是蒋介石战前周密准备

的结果。试想,如果没有他对自身军队的及时调遣、约束,没有他对

敌军的有效瓦解和友军的积极争取,夏、胡、陶能在开战后短短几

天就陷入如此深刻的危机和困境吗? 可见, 4月 8日,国民党三届

一中全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吴铁城的临时动议,以全会名义对蒋介

石的讨桂“劳绩”表示敬意,也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奉迎之举。

三、攻防结合: 征桂目标的实现

　　蒋介石占领武汉后,并没有就此止步,因为他还有更高的军事

目标,即彻底消灭桂系的军事实力,夺取其最后的根据地广西,用

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直捣其巢穴”④。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蒋介石

提出了一个《讨逆军第二期作战计划》,决定由湘粤滇三路进攻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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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以根本铲除桂逆”①,其中湘军为讨逆军第四路军,由何键任

总指挥,粤军为第八路军,由陈济棠任总指挥,滇军为第十路军,由

龙云任总指挥,并随即开始了紧张的备战活动。4月 12日,他电召

何键到武汉“面商攻桂及编军问题”,决定“约编三师, 以吴尚、周

斓、刘建绪为师长”。②14日,又命何键选派所部 20个团以上兵力,

于月底集中桂边, 5月 1日开始攻击, 15日以前占领桂林,然后向

柳州前进;命龙云选派所部 12个团以上兵力,限 5月 20日以前集

中广南、剥隘一带, 30日以前占领百色,向龙州、南宁前进; 粤军因

内部意见分歧,陈济棠主暂取守势,而蒋光鼐、陈策等人力主积极

进攻,蒋介石为此密电陈铭枢以团结为重,勿操之过急,但秘密准

备“不容稍缓”。他说:

　　粤中将士征桂既不一致,强之反召分裂,可祗可缓和,以

资团结。但须知此种心理即为亡粤之根性,并知桂题不决,则

粤必亡。此时口头固可主缓和,而准备应当积极,不容稍缓。今

与湘何键、滇卢汉面定计划,决于本 [月 ]底湘滇兵力集中桂

边,桂逆必知,待其移兵防备湘滇之时,粤当出兵协同海军,以

占领梧州,直趋南宁。如粤中真不能出兵,则决以朱绍良、方鼎

英、李明瑞、杨腾辉各师由海道运粤而加之,以蒋光鼐等忠勇

之师协同陈策海军直捣其巢穴,亦绰有余裕。惟兵站应亟秘

密,准备请兄派员筹画之。如伯南 (陈济棠字伯南)反对此举,

则事先不必与其明言,届时彼当赞同也。上陆地点,三水与钦

州孰便,请兄决定。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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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陈济棠则仍然要求其选派 18个团以上步兵,加上海军、空军,

于 4月底集中肇庆附近, 5月 1日出发攻桂, 15日以前占领梧州。

为满足龙云解除贵州周西成扰其后方的要求,早在 4 月 10 日,蒋

介石就电令贵州籍人士、交通部次长李仲公“速电周西成,请其即

日表明态度,共同讨桂,并派员来汉协商”①。后来,又要求新任讨

逆军第七路总指挥刘湘以川军赖心辉部协助龙云监视周西成的行

动, 他说:“赖心辉派李霖来汉,表明讨桂诚意, 并称愿与兄 (指刘

湘 )联络,中 (正)意请兄与之接洽,使之监察黔方行动。黔周 (西

成)虽表示服从中央,但其与桂系关系太深,恐难置信。故请兄留

意,并请相当接济赖部,中拟暂编其新编师也。”② 4月 23日晚,蒋

介石为攻桂问题亲赴湖南长沙,与何键作最后部署,决定将湘粤滇

三路攻桂时间分别延后 5至 10天。5月 3日,他电令陈铭枢、陈济

棠“如期攻桂,以免后患”,并告知“中央决定调黄绍 来中央候用,

而先以吕焕炎为广西特派员,伍廷扬〔　〕代省府主席,视其以后内

部如何变化也⋯⋯总预备队如必要时,则可调李明瑞南来”。③ 其

所派代表邱文、廖武郎也于同日抵达广州,以所携蒋之密令促陈济

棠速就讨逆军第八路总指挥。

与此同时,为最大限度地扫除征桂道路上的障碍,蒋介石对退

守鄂西的桂军残部更是穷追不舍,毫不放松。当时,退守鄂西的桂

军尚有胡宗铎、陶钧、程汝怀三个师,叶琪师的一个旅,夏威师李朝

芳、尹承纲旅各两个团,张义纯师的两个旅,另外是警备旅、特务团

等,实力并未削弱多少,李宗仁、白崇禧盼望他们能够渡江取道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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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回到广西去。① 而胡、陶、夏内部也有人建议“将军队扫数渡江,

进驻湘西,与广西联成一气⋯⋯以待大局之转变,转败为胜”②。这

是蒋介石预料到的。为阻止胡、陶等部渡江转进,蒋于 4月 5日抵

达武汉当天,便在任命鲁涤平为武汉卫戍司令 (未到任前由刘峙暂

代)、刘文岛为武汉市长的同时,命令刘峙按原计划攻击前进,务期

消灭逆军,以除后患。4月 8日,又致电四川刘湘:“能速派一师以

上兵力东下更好,但须集中荆 (门)、沙 (市) ,截击溃逆,万勿在宜昌

停留,使残逆漏网也。”③ 9日,再电何键速命湘西谭道源率所部至

石首、公安、松滋一带截堵武汉方面溃军。10日,指令第二路追击

队司令官朱绍良、副司令官夏斗寅率所部自天门、仙桃镇向荆门、

沙市追击;第一路追击队司令官张发奎,副司令官方鼎英率所部自

武汉、嘉鱼溯江而进,不得有误。11日,电令门炳岳率所部会同谭

道源阻止桂军渡江南窜。其间,他还采取又打又拉的策略,一面对

已经反正的门炳岳、危宿钟各旅长“照委原职”④; 一面致电胡、陶,

声明“此次背叛,罪在李、白,对兄等不加追究,如将所部交所属统

领,对兄等行动更不加束缚,居汉出洋皆可”⑤。随即派出行营参谋

主任贺国光、孔庚为谈判代表,奔赴荆门、沙市胡、陶军中接洽有关

事宜。

　　在蒋介石的军事、政治压力下, 4 月 12 日, 程汝怀等人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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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孔,表示桂军各部已在荆、宜 (昌)停止待命,请速到沙市会商一

切,并请转陈蒋介石命令前方部队停止进兵。但蒋介石未加理睬。

陈绍宽继续率海军攻击前进, 13日在马家寨与桂军展开激战。14

日,蒋介石命令朱绍良、张发奎等务于 15 日占领荆门, 17 日以前

占领沙市。15日,川军刘湘部东出巴东,到达宜昌附近,蒋再电朱、

张所部和陈绍宽海军加速西进,以与刘湘收夹击之效。同时命刘湘

以重兵扼守巴东,严防桂军西逃;谭道源部限 22日前赶至长阳、五

峰,阻其南渡。胡宗铎等人走投无路,不得不致电蒋介石,表示输

诚。16日,蒋指示行营总参谋长贺耀祖复电孔庚,桂军须即日退出

荆门、沙市,所有部队开至建阳驿、半月山、鸦雀岭等处,接受点验、

改编。次日,他踌躇满志地电告刘湘:“胡、陶等来乞降,愿听命改

编。彼自愿离队出洋,刻已派员谈判中。我军昨已占领沙洋,荆门

亦于今日可占领。已令朱 (绍良)师长由荆门出当阳,与庚师在宜昌

附近联络矣。”①21日,胡宗铎、陶钧、夏威三人联名通电下野,鄂西

战事暂告一段落。

　　鄂西战事虽暂告结束,但蒋介石仍要求各路追击部队对胡、

陶、夏所遗桂军严加戒备。29日,他一面电令方鼎英部“暂驻原地,

一俟新编各师 (指胡、陶桂军)调遣完毕,再行移动,于此休息期间

请竭力整顿部队”②; 一面指示谭道源:“胡、陶、夏已离职出洋,荆、

宜各师皆已就范待编,可勿进攻。惟仍须严密戒备,由宜都至巴东

一带须择要配备警戒,以防疏虞,并与海军陈 (绍宽)司令切实联

络。刘湘部唐式遵师长已占领巴东, 亦请联络, 与其分配警戒任

务。”③ 5月 3日,蒋介石听说“吕超、潘宜之、戴天民尚在宜昌播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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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蒋介石致陈绍宽转谭道源电》(1929年 4月 29日) ,未刊件,藏台北“国史馆”。

《蒋介石致方鼎英电》(1929年 4月 29日) ,未刊件,藏台北“国史馆”。

《蒋介石致刘湘电》(1929年 4月 17日) ,未刊件,藏台北“国史馆”。



是非,并怂恿各师入川扰乱”,随即令贺国光“切实查明,并限令宜

昌部队将吕、潘、戴等解京惩办”。①8日,他甚至电饬刘峙:“鄂西各

师移防, 限元日 (13 日)以前开拔完毕, 不得延缓, 并派队严密监

视。如届期不移,则应以违抗命令,用武力解决之。”② 至于夏威及

其所部欲回广西,就更不是蒋介石所能容忍的了。据蒋说“夏威所

带军队六团[四月 ]廿三日以前本想由宜都经黔东回桂,后经阻止

乃夏威始与胡、陶廿四夜同船东下”,并于 5月 1日到达上海。③ 他

还曾电令何应钦以“不著痕迹”,且极为“优待”的方式,与“令其劝

李 (宗仁)、白 (崇禧)、黄 (绍 )从速离桂出洋,最好不与外人知”的

动听之言,暂留夏威于上海,“盖恐其回桂报告鄂情也”。④ 5 月 3

日,夏威行将离沪,蒋电令陈铭枢等人务于香港阻其回桂,他说:夏

威“约明日可到港,当时言明到港后,候其家眷即行乘船赴欧洲考

察。请与港政府切实交涉,严密监视其乘船赴欧,不许其回桂。至

夏部驻宜都各团, 昨日已一律移至北岸宜昌, 决不能回桂, 勿

念。”⑤ 在蒋介石的坚决阻止下,夏威及其所部终于未能回到广西。

　　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备战,蒋介石自以为已胜券在握,于 5月

初正式发动了湘粤滇三路会攻广西的第二期“讨逆”作战。湖南何

键依据蒋介石的部署,“以主力经永州、全州,径攻桂林,以一部由

右翼经西延、六峒、义宁绕攻桂林之侧,一部由左翼经灌阳、栗木、

恭城,直取平乐”。其部队被编为四个纵队,以周斓师为第一纵队,

“集中新宁、武岗,向义宁”;以刘建绪师为第二纵队,“集中永州、东

安, 向全州、兴安”; 以吴尚师为第三纵队,“集中道县、宁远, 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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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蒋介石致陈铭枢、陈济棠电》(1929年 5月 3日) ,未刊件,藏台北“国史馆”。

《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29年 5月 2日) ,未刊件,藏台北“国史馆”。

《蒋介石致陈铭枢、陈济棠电》(1929年 5月 3日) ,未刊件,藏台北“国史馆”。

《蒋介石致刘峙电》(1929年 5月 8日) ,未刊件,藏台北“国史馆”。

《蒋介石致贺国光电》(1929年 5月 3日) ,未刊件,藏台北“国史馆”。



村、灌阳”; 以范石生师为第四纵队,“集中江华、永明,向恭城”; 以

罗藩瀛师为总预备队,“集中衡州、永州”。5月 5日,各纵队及总预

备队如期集中完毕,开始分途出击。① 云南龙云早在 4月 24日便

已决定出师讨桂。5月 3日,他命所部分三路入黔,先助李 攻周

西成,然后向桂之柳州前进。② 广东陈济棠也于 5月 6日就任讨逆

军第八路总指挥,率所部香翰屏、陈维远、蔡廷锴旅和陈策海军各

舰队沿西江西进,集中肇庆,准备进攻梧州。

　　但是,战争一开始就没有按照蒋介石预设的方向发展。首先,

龙云所部滇军就“始终未入桂境”③。其次,尽管何键所部如期对广

西发动了攻势,却没有出现蒋介石原先所期待的局面: 桂军因此

“移兵防备湘滇”,粤军趁机“占领梧州,直趋南宁”。原因是桂军这

时已与冯玉祥秘密商定了一个联手抗蒋的计划。依据这个计划,冯

玉祥的任务是由河南进攻武汉,威胁攻桂蒋介石中央军的后方,而

桂军的任务则是“先下广东,剪除牵制,再和蒋氏周旋”④。5 月 5

日,李宗仁在梧州通电组织“护党讨贼军”(后改称“护党救国军”) ,

自任南路总司令,命附桂粤军“徐景唐部由石龙向广州东部进攻”;

桂军“分两路向广州西部进攻”,黄绍 指挥第一路“由现地经肇

庆、三水向广州进击”,白崇禧指挥第二路“经怀集、四会向广州进

击”。⑤ 这一形势,是蒋介石原先没有预料到的,或者说估计不足

的。5月 9日蒋介石致南昌朱培德电,应可说明这一点:“闻冯决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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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下册,第 947页。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 615页。

《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战史》,第 31页。

《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战史》,第 31页。

《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战史》,第 32—33页。该书属印本,无编者、出版地及时间,从

内容看显系第四路军自编战史,藏湖南省档案馆。



汉,桂逆已达肇庆,形势将有变动。请兄来京面叙。”①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新形势,蒋介石首先指示淞沪警备司令

熊式辉封锁消息,不让外界了解黄绍 、白崇禧提师东进的真相。5

月 7日,蒋致电熊说:“两广战争消息,不准各报登载。”② 接着,为

抵御桂军的进攻,他先后两次电示陈济棠,一次是要求陈立即破坏

某些失控的军事装备和设施,他说:“飞机如亦不听命,则请即刻派

队烧毁,不可犹豫。军事惟有决心,此时万不能再信政治手段解决,

否则反中逆敌缓兵之计也⋯⋯虎门长洲炮闩,从速拆卸,勿延。”③

另一次是要求陈密切注意敌军动向和肃清内部、巩固后方,他说:

　　桂逆主力行方不明,则应严防其最险一着,即出小北江,

以断粤湘联络之道是也。李扬敬与余汉谋在北江实不安心,军

事不进则退。又须巩固内部,凡内部稍有可疑之部队,应从速

解决,或至不能妨碍我主力进行。而与逆军隔绝之处,万不可

犹豫不决,临时仓卒,反陷其计也。此时我主力,第一,当先肃

清内部,第二,在巩固后方。即先占领石龙、石滩,与虎门联成

一线,为我根据,以待中央海陆军之增援;一面设法占领惠州。

而广州一时之得失,无足重轻,只要能保存实力,则恢复省城

绝非难事。李逆 (指附桂李务滋部)已占领石龙,则我军更应回

兵扫除后方障碍也,此乃上策。次则以陆军一部与海军扼守河

口,而以主力向北江肃清可疑之部队, 然后应付西北江之桂

逆,是为中策。如固守省城,以待东、西、北江逆军之逆军 (衍

文)来围攻,是为下策。请兄抉择。但火车不可为逆军利用,应

当集中使用。如我退守东江时,粤汉路车应设法毁坏,万勿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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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使敌不能运用也。今我军既有海军与飞机,又有铁路能为

利用,则切探敌踪,输运军队,扼止逆军,肃清内部,皆非难事。

军事只求交通方便,则一兵可作数兵使用也。请断行之。①

此外,蒋介石还指示何应钦命何键根据新的敌情,改变主攻方向,

由原先以主力“径攻桂林”,改为“乘虚急袭平乐”。后因何键坚持桂

林、平乐方向同时用兵,蒋又亲电何,果断命其“应以一部趋桂林,

主力速转向平乐,务于五月十八日以前达到该处后,直趋梧州,并

以范 (石生)部出连山,向广宁、四会前进”。5月 13日,何键所部第

四纵队占领平乐,对攻粤桂军后方形成包抄态势。②

　　但是,蒋介石很清楚,从战略全局看,桂军攻粤,即使得逞,也

毕竟是局部问题,而河南冯玉祥攻汉则是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武汉

一失,不但前功尽弃,且湘粤攻桂各军, 也势必腹背受敌, 直捣桂

巢,焉能有望?正因如此,蒋介石在抵御桂军攻粤的同时,同样重视

甚至更加重视防冯攻汉这一战略大计,并当即指派参谋总长何应

钦前往武汉坐镇指挥。

　　如前所述,蒋介石原本一直在联冯讨桂,即使有所防范,也是

为了逼冯讨桂,但事实上,蒋对冯玉祥又一直很不放心,长期采取

既拉又防的两面政策。早在 3月 1日,蒋为四川内乱,就曾致电冯

玉祥,促其率部平川。③ 其真实目的,冯玉祥一看便知,“盖蒋欲本

军平川,彼则专力对桂,且恐我与桂合也”④。4月初,因“冯、韩⋯⋯

无出兵确期”,蒋介石一面电令何应钦明白告诉尚留在南京的鹿钟

麟,请他催促韩复榘“速以主力出武胜关,我第二路正面主力,必待

·13·

蒋介石 1929年讨桂战争中的军事谋略

①

②

③

④ 《冯玉祥日记》第 2册,第 5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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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入关与我切实联络后,方能开始攻击”;一面又命其严加注意冯、

韩动向,“瑞伯 (鹿钟麟字瑞伯)态度、行动,亦请留心”①; 并为此采

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如屯兵石家庄,牵制冯南进。挑拨冯、阎

(锡山)关系,以阎制冯。4月 7日,蒋电何应钦说:“请百川 (阎锡山

字百川)兄驻宁之秘书长或参谋长来汉一叙。如徐声钰回京,可将

冯与其面谈之计划关于先攻晋一段,与百川兄有关系之人面谈之,

使百川兄知冯对其之怀抱也。”② 可见,冯玉祥斥“蒋专弄权术,不

尚诚意,既联甲以倒乙,复拉丙以图甲”③,并非凭空捏造。又如扣

留外购军事装备之事, 4月 7日,蒋电示宋子文:“凡在外国所购枪

炮、钢铁、飞机等件,非有中正命令,无论其任何机关护照,作为无

效。非正式留存于海关,但不明说扣留也。”④ 其实,此举也是冲着

冯玉祥而来的,因为他所购的飞机随即便在上海被扣⑤。再如展缓

驻济日军撤兵问题, 4月 9日,蒋电示外交部长王正廷等人:“接收

胶济,须迟一个月方可实行,最早亦须迟至本月杪。其接收部队须

由政府明令指派 (不可私相授受) ,否则政府不能负责也。”⑥ 所谓

“接收部队须由政府明令指派”,就是为防止日军撤走后的山东落

入冯玉祥之手。此中奥妙,早在 3月 4日已为人窥破,并向冯作了

报告:“日人虽急欲解决济案,惟蒋又恐鲁归我方,故迟延不决,是

其过不在日而在蒋也。”倒是冯玉祥不太情愿往这方面想, 3 月 14

日,他在日记里写道:“八点起,段其澍来,言外间谣诼繁兴,王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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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解决济案者,恐鲁省落于二集团手耳。政府果如是,殊不识大

体也。”①但很快就被事实证明这不过是妇人之仁。4月 17日,蒋给

何应钦连发两电,前电言犹在耳:“如日本不允展期,则请政府以明

令责成孙良诚 (冯玉祥部属,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接防可也。”后

电又到:“前计是被动时万不得已之举,今既可缓和 (指日允展期撤

退) ,自当专心平桂也。”②“万不得已”才同意孙良诚接防,其防冯

之心难道还不清楚吗?

　　在蒋介石的多方掣肘下,冯玉祥自觉再“不可不图生存之道”

了。4月 15日,他指示秘书长魏书香、参谋长陈琢如:“山东事已如

此,可速电路局预备火车,以便运输军队回豫。”25日,电示南京鹿

钟麟:“大局不佳,可设法归来。”28日,“电孙良诚速将兵由山东撤

回开封”。5月 6日,面谕所部“可于夜间在武胜关潜埋地雷,敌来

即发,一面深沟高垒,勿使得前”,并请邓飞黄“起草讨蒋宣言”。12

日,表示要“通电宣言护党救国”。③16日,授意所部将领刘郁芬、宋

哲元、孙良诚、韩复榘等发表通电,促蒋下野,并宣称拥护冯玉祥为

“护党救国军”西北军总司令,从而公开挑明了联合桂系共同抗蒋

的态度。

　　随着冯玉祥联桂抗蒋态度的明朗化,蒋介石的防冯策略也发

生了根本变化。在此之前,他的唯一目标是讨桂,敌人只有一个,即

李、白、黄桂系集团。因此,不管冯玉祥对讨桂如何消极,他始终坚

持以“和缓”为主的单纯防御策略,以免树敌过多。4月 13日,他在

致何成浚、唐生智的电报中,对此有专门交待:“此时鄂西残逆,尚

在荆、沙,其实力未消,桂巢亦未捣,如另树一敌,似不相宜。故决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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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以上引文见《冯玉祥日记》第 2册,第 615、614、621、623、628、632页。

《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29年 4月 17日) ,未刊件,藏台北“国史馆”。

以上引文见《冯玉祥日记》第 2册,第 585、591页。



征桂,而对其余,应至和缓。但我第五路军可陆续移运于石庄以北,

务须保持秘密,并不可逾石庄以南一步,军略与政略应须一致。请

兄弟 (此“弟”字似为衍字)务照鄙意,不可稍有参差也。”① 即使冯

玉祥决定自图“生存之道”,从山东撤退之后,也仍不改初衷地电示

何成浚:“冯放弃山东是恐我方进攻,乃为避战计,决无攻汉之理。

此等大事,当有一定方针,请兄万不可如此主张,否则必误大事也。

各部不必移动。”② 并电告朱培德说:“近日鲁孙 (良诚)撤军豫西,

鹿钟麟亦擅离南京,冯方各种行动,令人莫解。但中 (正)只注重政

治,决不用武力,以静观其变也。”③ 就当时军事形势与任务而言,

蒋介石这一策略无疑是可取的,因为蒋毕竟尚无足够的军事实力,

同时应付所有的地方反对派。但是,随着冯玉祥态度的急剧改变,

蒋介石的态度也在几天之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5月 4日,他致电

武汉贺国光、刘峙说:“冯未必用兵,但应准备,速将现已计划武汉

临时阵地限期构成为最后防线。次将武胜关阵地侦察,亦筑防御工

事,暂取守势为要。”④ 到了 5月 9日,蒋介石“闻冯决攻汉”,当即

要求刘峙对冯所辖河南省的“防御须赶速完备,盖恐其出我不防

也”⑤。蒋介石的防冯策略从此便由单纯防御转变为攻势防御了。

　　为保卫武汉,蒋介石首先想到的是遣散已改编为新编各师的

仍集结在鄂西长江北岸的胡、陶旧部。他认为“冯之所以企图攻汉

者,以仗胡、陶旧部为之应援也,故必先解决其声援或可消除其野

心”⑥。为此, 5月 9日,他致电驻守沙洋的朱绍良:“冯有攻汉之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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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蒋介石致刘峙电》(1929年 5月 10日) ,未刊件,藏台北“国史馆”。

《蒋介石致刘峙电》(1929年 5月 9日) ,未刊件,藏台北“国史馆”。

《蒋介石致贺国光、刘峙电》(1929年 5月 4日) ,未刊件,藏台北“国史馆”。

《蒋介石致朱培德电》(1929年 5月 1日) ,未刊件,藏台北“国史馆”。

《蒋介石致何成浚电》(1929年 4月 28日) ,未刊件,藏台北“国史馆”。

《蒋介石致何成浚、唐生智电》(1929年 4月 13日) ,未刊件,藏台北“国史馆”。



心,恐与胡、陶旧部联络。中 (正)意如其各该部能如期开动、分散各

处,然后再定去留为上。否则必须用武力根本解决之,先清肘腋再

对外敌。请兄本此意旨,切实施行。”① 次日,又进一步要求朱:“刻

已令巴东唐式遵部、宣都谭道源部于删日 (15 日)前切实准备,对

宜昌监视。如新编各师不能遵令如期移动,则最迟须于删日一律缴

械。请兄督促缪 (培南)、夏 (斗寅)各师,并确定日期,共同进剿,以

免参差。倘其移防经过荆门、沙洋时,亦应临机缴械,不使其窜豫也

⋯⋯万一正在进□荆□,而尚[未 ]解决以前,冯方先来攻汉,则兄

亦督促各部先消灭胡、夏残部, 然后与武汉挟击其攻汉部队可

也。”②同时指示夏斗寅:“新编各师确与冯方沟通,约期攻汉。如其

果不遵令移防,则速照逸民 (朱绍良字逸民)兄计划切实施行。否则

彼方以乡谊来联,恐陷其毒计,请兄严防而解决之,以免贻两湖后

患也。”③5月 12日,何应钦到达汉口,依据蒋介石的指示,随即“召

集各师长会议”,诱骗胡、陶旧部新编各师长赴汉与会,由预接密令

“可不必到会”的谭道源、方鼎英等人趁机将其所部全部遣散,从而

彻底解决了鄂西胡、陶旧部对两湖的威胁。④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指示所部必须对河南实行攻势防御,积极

做好对豫作战的准备。由于当时鄂西胡、陶旧部尚未全部遣散,他

再次强调该计划必以解散胡、陶旧部为先决条件,以免冯部占领襄

樊,联合胡、陶旧部,攻我武汉。5月 11日,蒋致电何应钦等人说:

“闻四日前信阳集中兵力有四师之众,现在未知去向,其必开往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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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蒋介石致谭道源电》(1929年 5月 11日) ;《蒋介石致方鼎英电》(1929 年 5 月 11

日) ;《蒋介石致刘峙电》(1929年 5月 11日) ,未刊件,藏台北“国史馆”。

《蒋介石致夏斗寅电》(1929年 5月 10日) ,未刊件,藏台北“国史馆”。

《蒋介石致朱绍良电》(1929年 5月 10日) ,未刊件,藏台北“国史馆”。

《蒋介石致朱绍良电》(1929年 5月 10日) ,未刊件,藏台北“国史馆”。



阳、唐县无疑。证诸李纪才报告①,更可确信其必逼近襄樊,或占领

襄樊,使鄂西胡、陶旧部发生变化, 然后进取武汉, 或其占领襄樊

后,先派一部压迫荆、沙,与胡、陶残部会合,再攻武汉,故我军对此

必先解决胡、陶旧部为惟一要着。”对刘峙所部“正面武汉主力”,他

认为宜“固守孝感、应山之线,暂取待机之势,不宜到花园以北。但

如其武汉〔胜〕关守兵不多,则我军可派遣一得力部队占领之,然主

力应仍在孝感也”。他电告何应钦等人:“刻已令第五路移驻济宁,

方 (振武)部移驻徐州,刘镇华及晋军三师集中石家庄、顺德,约哿

日 (20日)前可以集中完毕,以时间计之,或尚能策应,武汉不致失

机。”为有效防止冯玉祥“果先攻鄂”,他认为“第五路应由津浦路运

至徐州入陇海路较为敏捷”,因此,他要求何应钦等人将“武长路之

钢甲车速运来津浦路候用”,“并令李纪才将襄樊各路汽车速集中

花园,勿稍留滞”。②

　　蒋介石防冯进攻武汉的第三个措施是收买冯玉祥部将为内

应。早在 4月 10日,武汉刚刚克复,蒋介石就在汉口召见过韩复

榘。据冯玉祥说,蒋召见韩时,“张口向方 (韩复榘字向方) ,闭口向

方,且用种种手段以牢笼之,宜其视蒋待彼为亲,而余为疏也”③。5

月 8 日,冯玉祥攻汉风声骤起,蒋介石立即电示贺国光、钱大钧:

“请即速派员携款由襄樊往南阳,或慕尹 (钱大钧字慕尹)电约石友

三私来襄樊,面交石友三十万元为饷项,并问其冯近日计划与行

动。详告如其果能反抗逆命,拥护中央,则其所指挥各师之饷项,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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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冯玉祥日记》第 2册,第 640页。

以上引文见《蒋介石致何应钦等电》(1929 年 5 月 11 日) ;《蒋介石致何成浚电》

(1929年 5月 11日) ,未刊件,藏台北“国史馆”。

李纪才时任襄樊警备司令。5月 10日,他电告蒋:“南阳石友三部将于今明日向豫

南唐县、新野一带游击。”(见 1929年 5月 11日《蒋介石致何成浚电》,未刊件,藏台

北“国史馆”)



可由中央负责领给。但必须其有明确表示, 或反攻逆军之动作

也。”① 或许蒋介石自己也觉得如此要求石友三,未免过于性急和

不顾后果,因此,紧接着又补发钱大钧一电,表示宜嘱石友三不可

过早暴露自己。他说:“石友三派李明志来京接洽,刻已派其回汉见

兄,请托前任石部秘书现为总部参议某君,与李同访友三,并再接

济其五万元,由经理处领支可也。嘱石将冯之最近计划与命令抄寄

报告,并嘱其久驻南阳,非至其长上有反抗中央命令时,不可露泄

其真实之举动,盖过早恐于大局反不利也。此意应口授,不可形诸

文字。”② 蒋介石这一招还果然屡试不爽, 5月 22日,韩、石二人便

通电“拥护中央”,给了冯玉祥重重一击。仅仅过了五天, 5 月 27

日,冯玉祥即宣布下野,这已是后话了。

　　当然,冯玉祥对蒋介石的心思也是一清二楚的。4月 23日,他

就对人说过,蒋介石在“设计谋我”。后来,又进一步指出:“蒋氏视

我军为心头之患,眼中之钉,处心积虑,必消灭之而后快。”至于怎

么“设计”,怎么“处心积虑”,他解释说:“蒋令晋阎出兵豫西,刘峙

直捣汴、洛,又利用杂牌军队攻我南面,是对我军取包围法也。”③

这一观察与前述蒋介石的防冯部署大体不差。也正因如此,冯玉祥

虽表面上与广西李宗仁等人遥相呼应,令所部通电拥护其为“护党

救国军”西北军总司令,但实际上只是虚晃一枪,并无攻汉的实际

行动。相反,为了自保待变,自 4月 28日起,他便命令所部“为本军

计, 当退守潼关以西”,以免“后方有危,为人所乘”。所谓“后方有

危, 为人所乘”,指的就是“晋阎”即阎锡山“出兵豫西”。5月 1日,

冯又指示魏书香:“我军将石友三部四师,驻扎紫荆关,留一师或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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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以上引文见《冯玉祥日记》第 2册,第 620、629、636页。

《蒋介石致钱大钧电》(1929年 5月 8日) ,未刊件,藏台北“国史馆”。

《蒋介石致贺国光、钱大钧电》(1929年 5月 8日) ,未刊件,藏台北“国史馆”。



师驻武关。陇海路部队可尽移陕、甘⋯⋯如此布置,关外无事,则埋

头训练,兼事屯垦,一旦有事,则率领数十万健儿,直捣中原,必为

无敌之师也。”① 到了 5月 15日,更命令豫南韩复榘、张允荣部炸

毁武胜关隧道及附近桥梁,脱离武汉前线,全军收缩西撤。

　　随着冯玉祥全军西撤,武汉形势缓和,蒋介石迅将注意力转向

两广战场。当时,粤军李扬敬、香翰屏部及海军中山、江大等舰正在

广东清远、芦苞一带,与白崇禧亲自率领的吕焕炎、王应榆、黄旭初

部对峙。5月 18日,陈济棠下达总攻击令,命香翰屏部沿广三路进

攻,陈章甫、李扬敬部直逼芦苞,海军各舰自马口发起攻击,戴戟部

及教导队向军田增援。21日,粤军大获全胜,先后收复芦苞、白泥、

大塘、清远等地,桂军损失数千人,王应榆被俘,黄旭初受伤,残部

向四会溃退。与此同时,何键也命令各纵队协同粤军夹击梧州。为

增援粤军, 5 月 19 日, 蒋介石命令李明瑞、杨腾辉率所部两师南

下,先后于 25日和 28日从湖北经上海海运抵达广东。30日,李、

杨沿西江挥师西进。6月 2日,与湘、粤联军共克梧州。6日,李明

瑞在梧州就任第八路军副总指挥,拒绝接受黄绍 、白崇禧所派代

表请其收编黄、白桂军的要求。12日,蒋介石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

政府主席,李明瑞为广西编遣特派员。17日,俞作柏命李明瑞等人

三日内攻克桂平。18日,各部开始总攻,李明瑞、杨腾辉部由藤县

攻江口,范石生、许克祥部由大湟山绕攻桂平之侧,海空军也投入

战斗。桂军不支,纷纷请降。23日,李、杨进入桂平。白崇禧、黄绍

自知大势已去,随即将残部交吕焕炎、梁朝玑统带,先后取道龙

州、越南,逃亡香港。27日,李明瑞部占领南宁。7月 15日,俞作柏

在南宁宣布正式成立广西省政府,就任省政府主席之职,蒋介石如

愿以偿地取得了以夺取桂系根据地广西为目标的第二期作战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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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胜利。

　　蒋介石所以能最后夺取广西,有以下几个明显的原因,首先是

他成功地阻止了鄂西桂军残部返回广西,不但迫使胡、陶、夏等人

宣布下野,而且就地解决了其所遗残部,从而削弱了广西桂军的抵

抗能力,也瓦解了冯玉祥攻汉的计划。第二是他始终坚持以主要力

量打击主要之敌,对攻桂各军的内部分歧和非主要之敌冯玉祥部

采取了以防为主的“团结”、“缓和”之策,避免了内部分裂和两面作

战的不利局面。第三是他有效地遏制了冯玉祥的攻汉决心,保障了

武汉的安全,巩固了攻桂各军的大后方,为李明瑞、杨腾辉两师的

南下增援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总而言之,一句话,与蒋介石的攻防

结合的正确抉择是分不开的。

四、结　语

　　综上所述,蒋介石在 1929年讨桂战争爆发前始终坚持后发制

人,为其武力讨桂赢得了部分时间和人心。战争将发未发之际,他

又极其周密地在调遣军队、整顿纪律、瓦解敌军、争取友军方面作

了充分准备,并在战争过程中灵活运用攻防结合的战略战术,取得

了战争的最后胜利。正因如此,所以人们有理由相信或认为,蒋介

石之所以能成为这场战争的胜者,除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优势

外,善于运用军事谋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作者曾业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

员。北京　100006〕

【责任编辑:曾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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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iang Kai2shek’s M ilita ry Stra tegy in the W ar A gain st the Gu i
　C lique in 1929 Z eng Y ey ing (1)⋯⋯⋯⋯⋯⋯⋯⋯⋯⋯⋯⋯⋯
　M ilitarily, Ch iang Kai2shek’s victo ry against the Gui C lique (Guangxi
m ilitary clique) in 1929 depended m ain ly on h is successfu l m ilitary stra tegy.
Befo re the w ar broke ou t, he sough t to sett le the dispu te peacefu lly,
insist ing on strik ing on ly after the enem y had struck first, leaving an
imp ression that he w as fo rced to accep t a challenge. T h is bough t h im tim e to
p repare fo r m ilitary action and w on the suppo rt of the peop le. Just befo re
the ou tb reak of ho stilit ies, he took w ell though t ou t step s to dep loy troop s,
strengthen discip line, w in over friendly fo rces and sp lit the enem y fo rces.
A fter the w ar broke ou t, he app lied flex ib le stra tegy and tactics, effect ively
con tain ing Feng Yuxiang’s in tended attack on W uhan, safeguarding the
security of the city. T hese step s created favo rab le condit ions fo r the arm ies
from H unan and Guangdong to even tually occupy the Gui C lique’s base in
Guangxi.

T he Socia l Compo sit ion and Grassroo ts O rgan iza t ion of the Guo2
　m indang after Its R eo rgan iza t ion W ang Q isheng (40)⋯⋯⋯
　A fter the reo rgan ization of the Guom indang in 1924, the backbone of the
party w as a group of young in tellectuals“som ew hat educated yet no t deep ly
learned”. T hese young peop le sign ifican tly boo sted the pow er and p rest ige
of the Guom indang, bu t they also brough t p ressure on the party to allow
them increased po lit ical part icipation, and to som e ex ten t affected and
restra ined the function ing of the party o rgan ization. O ne of Sun Yat2sen’s
p rim ary purpo ses in reo rgan izing the Guom indang w as to change the basic
structu re of the party. How ever, the Guom indang did no t m eet w ith success
on th is issue. In fact, after its reo rgan ization along R ussian lines the
Guom indang took on only the o rgan izational fo rm of the R ussian Comm unist
Party, bu t no t its essence.

M erchan t D ip lom acy Befo re and A fter the M ay Fou rth M ove2
　m en t of 1919 Y u H ep ing (81)⋯⋯⋯⋯⋯⋯⋯⋯⋯⋯⋯⋯⋯
　T he part icipation of Ch inese m erchan ts in the M ay Fourth M ovem ent w as
a fo rm of fo lk econom ic dip lom acy. U nder the specia l in ternation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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